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and China
《中西法律传统》

2023 年 第 1 期（总第 24 期）

59

“二拍”复仇案件探析

李亚铎

摘  要｜本文通过明代文学著作“二拍”中的复仇案件对复仇这一法律史上的经典问题进行探析。根据“一般

到特殊”的逻辑研究方法，“二拍”中的复仇案件可分为一般复仇、血亲复仇、冥灵复仇三类。一般复

仇案件涉及《大明律》中“杀伤”“犯奸”“贼盗”等法律规定，结合《大明律》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明代司法存在漏洞、老百姓乃至官员私力复仇漠视司法、明代对“强盗”罪进行严厉打击等结

论；“血亲复仇”的背后是“礼法冲突”这一两难问题。民间对血亲复仇的态度一贯是理解与支持，官

方对血亲复仇的态度则因历史的发展在不同朝代有所不同，明代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与鼓舞了

血亲复仇行为，官方对血亲复仇的态度相比以往朝代更加宽容，与民间对血亲复仇的态度趋于一致，这

是明代之前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的新情况，与明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以及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

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末亦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批判君主专制的启蒙

思想；“冥灵复仇”离不开冥间审判，冥间审判反映出的“因果报应”等法律观念在现世中具有着“教

化百姓，减少社会犯罪；维持秩序，助益社会治安”的社会功能。“二拍”复仇案件在明代社会起着惩

恶扬善的积极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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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复仇作为法律史上的经典命题，长期以来深受

学界关注，且研究成果颇丰。以“二拍”复仇为主

题的研究成果亦数量繁多。但毋庸讳言，对“二拍”

复仇的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范围上抑或是深度

上，目前仍有很大的空间。

“二拍”是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凌濛初所著的

两部拟话本小说，它们所展现的基本上是明代市民

阶层的生活，虽是属于文学的小说，却也能真切地

反映明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复仇现象以及明代的有

关法律规定。

复仇案件的类型与分类标准不一而足。通过对

“二拍”复仇案件进行统计，根据“一般到特殊”

的逻辑研究方法，本文将复仇分为一般复仇、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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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与冥灵复仇三类，尝试结合《大明律》的有关

法律规定对一般复仇案件进行探析；阐述“血亲复

仇”背后的“礼法冲突”问题，对“血亲复仇”进

行溯源，探析明代官方与民间对“血亲复仇”的态

度，对官方民间之态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探析其

趋于一致的原因；对冥界的发展溯源、对冥间审判

的审判官以及审判工具进行探析并进一步分析冥间

审判反映出的法律观念及其发挥出的社会功能，以

期对明代复仇的有关问题有所个人的见解，同时希

望本文能对解决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复仇问题有

所帮助。

二、“二拍”复仇案件及其分类

“二拍”复仇案件经统计如下：

序号 复仇案件 章节题目 故事来源 复仇者 复仇对象 复仇缘由

1 十一娘侠义复仇案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

纵谈侠
《初刻拍案惊奇》

卷四 
韦十一娘 贪官污吏 危害百姓

2 贾秀才复仇案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

才报怨
《初刻拍案惊奇》

卷六
贾秀才、巫氏 赵尼姑及卜良 妻子被强奸

3 杨化复仇案 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
《初刻拍案惊奇》

卷十四
杨化 于大郊 自身被劫杀

4 陈秀才复仇案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记

赚原房
《初刻拍案惊奇》

卷十五
陈秀才 卫朝奉 自身被欺诈

5 谢小娥为父夫复仇案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

船上盗
《初刻拍案惊奇》

卷十九
谢小娥 申蘭、申春 父夫被杀

6 王氏落发为尼复仇案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

芙蓉屏
《初刻拍案惊奇》

卷二十七
王氏 顾阿秀兄弟等强盗 被抢劫、家人被杀害

7 王大使复前生之仇案 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
《初刻拍案惊奇》

卷三十
王大使（王士真） 李参军 前生被杀害

8 牛马众生复仇案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郓州司马冥

全内侄
《初刻拍案惊奇》

卷三十七
牛、马等众生 屈突仲任 被酷杀

9
张珍、张琼兄弟为父

复仇案
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

《二刻拍案惊奇》
卷四

张珍、张琼 杨佥事 父亲被杀

10 焦文姬复仇案 满少卿饥附饱飏，焦文姬生仇死报
《二刻拍案惊奇》

卷十一
焦文姬 满少卿 负心抛弃

11 刘念嗣冥灵复仇案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剡溪里旧鬼

借新尸
《二刻拍案惊奇》

卷十三
刘念嗣 妻房氏 儿子被抛弃

12 陈祈复仇案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

索剩命
《二刻拍案惊奇》

卷十六
陈祈 毛烈 自身被欺诈

13 王世名为父复仇案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

双出柩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三十一
王世名 王俊 父亲被杀

14 杨太尉复仇案 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三十四
杨太尉（杨戬） 任君用 任君用与姬妾通奸

考虑到学界常用的“一般到特殊”的逻辑研究

方法，依据阅读与梳理得出的“二拍”复仇案件总

体所体现出的特点（血亲复仇案件、冥灵复仇案件

在“二拍”复仇案件中占据较大的比例），结合客

观的情况（“血亲复仇”与“冥灵复仇”是中国古

代官方与民间常常争议与讨论的对象，且往往被学

者作为研究的对象），本文将“二拍”复仇案件分

为“一般复仇”“血亲复仇”“冥灵复仇”三类。“一

般复仇”即指普通的、常见的涉及杀伤类的报复行

为；“血亲复仇”与“冥灵复仇”，则因其各自具

有独特的内涵，故均属于具有特殊性质的复仇类型。

“一般复仇”，具体而言，是指对他人伤害、

杀害或者侮辱到己身的行为采用伤害或者杀害的方

式予以反击的复仇，是比较普通、常见的复仇类型。

“二拍”中的一般复仇案件有《初刻拍案惊奇》卷

六的“贾秀才复仇案”［1］、《初刻拍案惊奇》卷

二十七的“王氏落发为尼复仇案”［2］、《二刻拍

案惊奇》卷三十四的“杨太尉复仇案”［3］，共三个。

“一般复仇”的特点是在案件中存在着杀伤行为，

如“贾秀才复仇案”中，贾秀才与其妻巫氏用计复

仇，咬断了卜良的舌头，使其在官府被杖决而死，

并杀死了赵尼姑；“王氏落发为尼复仇案”中，王

氏与丈夫崔俊臣遭遇强盗抢劫，家人尽被杀害，丈

夫不得已跳水，下落不明，王氏时刻准备复仇，最

终强盗顾阿秀兄弟等一伙人被官府捉拿归案，不分

［1］［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鲁晓菡编

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2］同上注第302页。

［3］同上注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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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从，均被判死罪；“杨太尉复仇案”中，任君用

与杨太尉的姬妾通奸，杨太尉深感受辱，便用计酒

诱，阉了任君用。

“血亲复仇”是因他人伤害或者杀害自己的血

亲（指祖父母、父母以及子女等与己身具有血缘关

系的亲属）而对他人实施的复仇。在中国古代，

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家族血缘关系，家族的

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对某一个人的人身伤害，被认

为是对一个家族全体成员的侵害；对某一个人的

人身伤害行为的报复，针对的是加害人的家族成

员。“血亲复仇”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与人们的观

念之下。“二拍”中的血亲复仇案件有《初刻拍

案惊奇》卷十九的“谢小娥为父夫复仇案”［1］、 

《二刻拍案惊奇》卷四的“张珍、张琼兄弟为父

复仇案”［2］、《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的“王

世名为父复仇案”［3］，共三个。“血亲复仇”的

特点是因自己的血亲受到伤害或者被杀害而为其

复仇，如“谢小娥为父夫复仇案”，谢小娥的父

亲和丈夫被强盗所杀，她为父亲和丈夫复仇；“张

珍、张琼兄弟为父复仇案”，张珍、张琼兄弟因

父为人所杀而为父复仇；“王世名为父复仇案”，

王世名因父被杀而为父复仇。

“冥灵复仇”指依靠冥界、幽灵的力量而为

的复仇。“二拍”中的冥灵复仇案件有《初刻拍

案惊奇》卷十四的“杨化复仇案”［4］、《初刻拍

案惊奇》卷三十的“王大使复前生之仇案”［5］、《初

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的“牛马众生复仇案”［6］、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的“焦文姬复仇案”［7］、《二

刻拍案惊奇》卷十三的“刘念嗣冥灵复仇案”［8］、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的“陈祈复仇案”［9］，

共六个。“冥灵复仇”的特点是复仇依靠冥界、

幽灵的力量。“杨化复仇案”中，杨化被于大郊

杀死后，魂附于得水妻李氏之身诉于官府，最终

于大郊被判处死刑；“王大使复前生之仇案”中，

王大使前生为一少年时被李参军所杀，后转世投

胎为王大使，杀掉了李参军；“牛马众生复仇案”

中，牛马等众生在阳世被屈突仲任以各种巧样吃

法吃掉，残酷至极，后来屈突仲任至阴间对理，

牛马等众生皆欲复仇，屈突仲任遂在阴间判官与

明法人的指引要求下还牛马等众生之债；“焦文

姬复仇案”中，文姬因被满少卿抛弃而亡，后来

在冥间得到冥府的批准，至阳世索满少卿之命于

阴间对理；“刘念嗣冥灵复仇案”中，刘念嗣因

儿子被妻子无情抛弃而借尸还魂向妻子复仇；“陈

祈复仇案”中，陈祈已经给付了毛烈赎田银，毛

烈却赖道没有，不肯还原券。陈祈遂至东岳行宫

祷告，而后陈祈、毛烈以及高公三人一起到阴曹

地府对理了结此案，王者最后判道：陈祈、僧人

智高还未至死期，让他们在阳世受报。毛烈罪恶

较多，押入地狱受罪。

三、“二拍”一般复仇案件探析

“二拍”中的三个一般复仇案件，都涉及杀伤

行为，下文将结合《大明律》对这些案件中的杀伤

行为进行探析。此外，“杨太尉复仇案”与“贾秀

才复仇案”两个案件均涉及到了《大明律》所规定

的“犯奸”罪，“王氏落发为尼复仇案”则涉及到

了《大明律》所规定的“贼盗”罪，下文将以此为

分类对这些案件中的“罪与刑”问题以及其它有关

问题作进一步地探析。

（一）涉“犯奸”一般复仇案件探析

“杨太尉复仇案”与“贾秀才复仇案”颇有相

似之处，首先，在复仇缘由上，前者是馆客任君用

与姬妾通奸，后者是妻子被人强奸，在法律上均牵

涉到《大明律·刑律》中规定的“犯奸”罪；其次，

在复仇方式上，杨太尉与贾秀才、巫氏均未走告官

这一渠道，而是动用私刑或者用计；最后，在复仇

结果上，馆客任君用被阉，卜良被咬断舌头，后被

官府杖决而死。

“杨太尉复仇案”中，任君用与姬妾之通奸行

为属于《大明律·卷第二十五·刑律八·犯奸》中

规定的“和奸”罪：“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

［1］［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鲁晓菡编

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207页。

［2］同上注第50页。

［3］同上注第427页。

［4］同上注第145页。

［5］同上注第341页。

［6］同上注第432页。

［7］同上注第155页。

［8］同上注第181页。

［9］同上注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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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其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1］，依

据该规定，任君用与杨太尉之姬妾均应受到“杖

九十”的刑罚。此外，杨太尉阉割任君用的行为亦

触犯了律法，属于《大明律·卷第二十·刑律三·斗

殴》中规定的“斗殴”罪：“……若断人舌，及毁

败人阴阳者，并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将犯人财产

一半，断付被伤笃疾之人养赡。”［2］“毁败人阴阳”，

即指断去男子阴茎，破损外肾的行为。依据该规定，

杨太尉应受到“杖一百，流三千里”，将自己的一

半财产交给任君用以供其养赡的刑罚。比较对“和

奸”罪与“斗殴”罪的处罚可以得出，有权势的杨

太尉对与其姬妾通奸的任君用施加了比律法规定的

刑罚更加严重、更加惨酷的私刑。该案从侧面也反

映出，明代的司法在权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

中国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司法依托于行政”这

一情况导致的必然结果。

“贾秀才复仇案”中，卜良强奸巫娘子，按 

《大明律·卷第二十五·刑律八·犯奸》“犯奸”

条“强奸者，绞”［1］之规定，其应被判处绞刑。

赵尼姑为卜良行奸创造条件，与卜良当属共同犯

罪，根据《大明律·卷第一·名例律》“共犯罪

分首从”条“凡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

减一等”［3］之规定可知，卜良“造意”为首犯，

赵尼姑协助为从犯。从犯“减一等”，根据明代

“五刑二十等”的刑罚体系，赵尼姑应被判处流

刑，流三千里，杖一百。贾秀才与妻巫氏杀死卜

良、赵尼姑与小尼的行为属于《大明律·卷第

十九·刑律二·人命》规定的“谋杀人”罪：“凡

谋杀人，造意者，斩；从而加功者，绞”［4］，

根据案件可知，贾秀才为“造意人”，巫氏为“从

而加功者”，依律两人均应判处死刑，但最终该

案未被官府发觉。比较“强奸”罪与“谋杀人”

罪及其各自的刑罚规定可以得出，贾秀才与巫氏

对犯“强奸”罪的卜良与赵尼姑实施了比律法规

定的刑罚略为严重的私刑。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妻妾与人通奸或者被

人强奸，于男子而言都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在复仇

方式的选择这一问题上，杨太尉与贾秀才毫无疑问

都考虑到了个人的名声，选择了“私了”，这反映

了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人们对于涉奸之事的看法

与处理态度：耻辱，尽量不告官，不被人知晓。杨

太尉与贾秀才的私力复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

坏人、惩恶的结果。同时，这两个案件也折射出明

代司法的漏洞，对于案件的检验过于简单、草率，

以致案件真相被淹没，凶手逍遥法外；折射出老百

姓乃至官员对于司法的漠视与不信任，在发生刑事

案件时，一般采用私人的力量解决，而不诉之于

官府。

（二）涉“贼盗”一般复仇案件探析

“王氏落发为尼复仇案”的最后，薛御史将

顾阿秀等一众强盗押解归案，将所查到的赃物

一一核对完毕，然后作出判决。最终的判决结果

是：“凡是在船之人，无分首从，尽问成枭斩死罪，

决不待时。”［5］这一结果虽仅寥寥数笔，却颇有

意味。

“凡是在船之人，无分首从，尽问成枭斩死罪”，

这个判决结果，正与《大明律·刑律》对“强盗”

罪的规定相同，《大明律·卷第十八·刑律一·贼盗》

“强盗”条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

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6］

同时也足见明律对“强盗”罪处罚之重。

“决不待时”，四字含义颇深，可以说，在

中国古代，对某罪行刑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了该罪的严重性以及统治者对该罪的打击力度。

中国古代有“秋冬行刑”之说，认为春夏是万物

萌生、生机勃发的季节，不宜行刑，而秋冬则万

物凋零，此时人主应“顺天道肃杀之威，而施刑

害杀戮之事”［7］，体现了统治者的恤刑原则。然

而，对于一些严重危害封建统治者统治、严重扰

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则不适用“秋冬行刑”。回

到“王氏落发为尼复仇案”的判决，对顾阿秀等

强盗“决不待时”，更是表明了“强盗”罪的严

［1］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

版，第197页。

［2］同上注第160页。

［3］同上注第17页。

［4］同上注第150页。

［5］［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鲁晓菡编

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页。

［6］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

版，第140页。

［7］王立民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二版），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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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与明代官方对“强盗”罪严厉的打击。其实，

对“强盗”罪的严厉打击是每个朝代都非常注重的，

因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稍不加防范就可能威胁

封建统治者的统治。

四、“二拍”血亲复仇案件探析

“血亲复仇”是中国古代官方与民间常常争

议与讨论的对象，也一直是当今学界关注的主要

复仇类型。之所以“血亲复仇”受到如此广泛的

关注，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的“礼法冲突”两难问题。

对“血亲复仇”的探析，可以从前法制社会与法

制社会两个时期出发。前法制社会，因为还是以

血缘为中心的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形态，不具备政

治组织形态与司法运作程序，因而血亲复仇被看

作是解决仇恨的常见且正当的方式。此时自然也

就没有所谓“礼法冲突”问题。而在进入法制社

会后，在法律“杀人者死”的原则下，血亲复仇

成为了挑战国家法律权威的非法行为，但另一方

面，中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儒家思想日益成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

指导思想，而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支持

和鼓励复仇的（“血亲复仇”是诸多复仇类型中

最典型最核心的类型，故一般所言“复仇”二字，

皆为“血亲复仇”之义。本文“‘二拍’血亲复

仇案件探析”章节亦如之）。《礼记·檀弓上》

记载了子夏与孔子对于复仇问题的讨论，“子夏

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

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

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

‘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

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1］从这段话中可

以看出孔子的复仇态度，他支持复仇，同时又表

达了复仇方式需要因亲疏而定的态度：有父母之

仇，则与仇人不共戴天，不做官、睡草苫、枕盾

牌，随身佩戴武器，时刻准备复仇；有兄弟之仇，

便不和仇人在同一个国家做官，如果奉君命出使，

即使相遇也不能决斗；有堂兄弟之仇，不做复仇

的领头人，如果堂兄弟家的主人能带头报仇，就

拿着武器在后面陪着去。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他对复仇的态度深深影响着儒家复仇思想的

形成。如此，“礼法冲突”的两难问题形成，历

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处理复仇案件时都不得不面对

这一两难抉择。

上述“二拍”中的三个血亲复仇案件，都是为

父复仇（“谢小娥为父夫复仇案”是为父亲与夫君

共同复仇），为父复仇是中国古代诸多血亲复仇案

件中最普遍最典型的类型，这应当受到了儒家思想

“居父母之仇”“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

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的影响。下文通过对“二

拍”中的血亲复仇案件进行分析，探析明代官方与

民间对血亲复仇的态度。

（一）从“二拍”案件看明代官方对血亲复

仇的态度

有关官方对于复仇规定的记载，可追溯至西周。

《周礼》对于复仇作了种种规定，设立的有专管复

仇事务的官吏，复仇需要走法定的程序，即只要事

先在朝士处登记仇人的姓名，将仇人杀死即可无罪。

秦经商鞅变法，国家明令禁止复仇：“为私斗者，

各以轻重被刑大小。”［2］西汉由于律法的遗失，

官方对复仇问题的态度无从得知，不过，瞿同祖根

据桓谭的上书推测，西汉末年或者更早就已有禁止

复仇的法令［3］。东汉和帝时根据以往的“决事比”

定成《轻侮法》（即杀死侮辱父母者不获死罪），

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地对复仇予以宽纵，不过

《轻侮法》仅仅适用了很短的时间。东汉的“赵

娥复仇案”广为人知，该案中赵娥的言语以及福

禄长尹嘉欲弃官与赵娥一起逃走等行为，可明证当

时的法律禁止复仇——欲救赵娥，福禄长除了弃官

与赵娥一起逃走外，别无他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统

治者一般禁止复仇，且三令五申，屡加严禁。唐律

虽没有复仇的规定，但有犯同谋故斗杀，即处以绞

或斩［4］，因而也是禁止复仇。宋代亦然［5］。唐代

［1］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版，第101、102页。

［2］［汉］司马迁：《史记》，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5年版，第307、308页。

［3］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

书馆2010年版，第83页。

［4］参见［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269页。

［5］参见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312、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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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徐元庆复仇案、张瑝张琇兄弟复仇案、梁悦

复仇案等复仇案件。徐元庆案发生在唐朝武后年间，

最终的处置采用了右拾遗陈子昂的建议，“诛之而

旌其闾”，即杀掉徐元庆却又对其进行旌表。后世

柳宗元不赞同陈子昂的观点，撰《驳复仇议》驳之，

认为礼与刑均是为了防乱，二者本合用异，旌表与

诛杀不能同时施加在一个人身上。张瑝、张琇兄弟

后被判处死刑，据史料记载，该案在当时引来了很

多批判。梁悦最终被减轻刑罚，时任职方员外郎的

韩愈以此案为引撰《复仇状》，阐明了处理复仇案

件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观点。宋王安石撰《复

仇解》，大胆质疑《周礼》中“凡复仇者，书于士，

则杀之无罪”的做法，独辟蹊径地阐述了自己的复

仇观念，几近于现代法治社会之观念。元朝对于复

仇的规定在中国法律史上显得尤其特别，父为人所

杀，子殴死仇人，不但不用抵罪，杀父仇人那边还

需支付烧埋银五十两［1］。这与元朝统治者的少数

民族风俗习惯密切相关。及至明代，官方对复仇又

有其别样的规定。

明代延续以往朝代禁止复仇的一贯态度（元

朝除外），律法中虽无关于复仇的明确规定，但

《大明律·卷第二十·刑律三·斗殴》“父祖被

殴”条规定：“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

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

论。”［2］，意思是说，如果祖父母、父母被人所杀，

在当时立即便杀死了行凶人的，无罪，若事后擅

自杀害行凶人，则要处以杖刑六十的刑罚，可见

明代之处罚相较以往朝代为轻（如前文所述，唐

宋律没有复仇的规定，但有犯同谋故斗杀，即处

以绞或斩），对血亲复仇表现出了更为宽容的态度。

这样宽容的态度在“二拍”复仇案件官吏乃至皇

帝的态度中亦可见一斑。在“谢小娥为父夫复仇案”

中，太守将小娥复仇之事备细向皇帝上奏，言多

恳切，而皇帝最终也明旨批下，免除了谢小娥的

死罪，且令有司旌表其庐。在“王世名为父复仇案”

中，陈、汪两大尹皆欲简尸而轻世名之罪，而世

名最终竟出乎众人意料地撞阶自决。之后世名与

其妻亦受朝廷旌表。

“王世名为父复仇案”中王世名最初与王俊私

和的行为涉及到中国古代法制历史上的“私和罪”。

在中国古代，子孙私自与杀害父祖的仇人达成和解

而不告官处理，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孝”行为，

因其败坏了“孝”道，而“孝”乃是封建统治者藉

以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之核心，以至于唐代以后国

家律法中直接出现了“私和罪”，对私和行为进行

刑法上的严厉打击。在统治者看来，受害者子孙的

复仇行为虽不是一件好事而须严格限制或禁止，但

他们与仇人私和、隐匿其事而不报官却更坏、更可

怕。因为复仇虽然损害了国家司法权，却弘扬了孝

道，有得有失；而私和则既让有损国家司法权威的

奸贼逍遥法外，同时又败坏了“孝”道，给统治者

竭力维护的统治秩序以双重打击［3］。另一方面，

对复仇者与私和者自身而言，复仇者往往被认为尚

不失孝子之心，复仇行为情有可原，得到社会上的

赞许与法外宽宥；而私和者则被认为是大悖孝道之

不孝之子，其行为为社会所不齿，为法律所不容，

将受到社会和法律双重制裁。从原文可知，世名在

私和之后，便受到了周围人们的不齿，社会的“制

裁”，“外边人不晓得备细，也有议论他得了田

业息了父命的，世名也不与人辨明。”［4］《大明

律》中亦有对“私和罪”的规定，《大明律·卷第

十九·刑律二·人命》“尊长为人杀私和”条规定：

“凡祖父母、父母及夫，若家长为人所杀，而子孙、

妻妾、奴婢、雇工人私和者，杖一百，徒三年。”［5］

因而，在本案中，世名在手刃仇人王俊之后将私和

所得全部入官时说：“今既已杀却仇人，此项义不

宜取，理当入官。”［6］

综上，明代官方对复仇的态度可总结如下：首

先，禁止复仇；其次，宽容复仇行为，对复仇行为

规定了相较以往朝代更轻的处罚；最后，禁止私和。

在统治者看来，宁愿发生复仇行为，也必须严禁私

［1］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

书馆2010年版，第86页。

［2］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

版，第169页。

［3］参见范忠信、郑定、詹学农著：《情理法与中国

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4］［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鲁晓菡编

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431页。

［5］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

版，第157页。

［6］［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鲁晓菡编

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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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而言之，明代的律法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肯定

与鼓舞了复仇行为。

（二）从“二拍”案件看明代民间对血亲复

仇的态度

历朝历代，老百姓往往以内心中最朴素的情感

出发，给予体现着孝义精神的血亲复仇行为以支持

鼓励，明代自然也不例外。

“谢小娥为父夫复仇案”中，“地方（人等）”

出现了多次，颇具意味。是“地方（人等）”帮

助谢小娥擒住申春、押解人犯、阐明事由……这

“地方（人等）”，正是老百姓的象征。复仇者

谢小娥与他们共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观念认同

使得他们对谢小娥复仇行为有着强烈的共情，进

而为谢小娥的复仇提供帮助。复仇之后，“地方

（人等）”并没有因此而畏惧谢小娥，相反，因

复仇而身上闪烁着孝之光芒的小娥仿佛成了“地

方（人等）”争先守护的心中之神，“张公命花

红鼓乐，送他归本里”［1］，“小娥父夫之族，

还有亲属在家的，多来与小娥相见问讯”［1］，“里

中豪族慕小娥之名，央媒求聘的殆无虚日”［1］。

老百姓的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谢小娥复仇行为

的理解与支持，体现了他们对复仇者谢小娥的尊

重、敬佩与仰慕。

“王世名为父复仇案”中，老百姓对复仇者王

世名的守护、敬佩、仰慕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

得知世名报父仇杀人、拿头首告后，老百姓的行为

如下：

“一传两，两传三，哄动了一个县城。但见：

人人竖发，个个伸眉。竖发的恨那数载含冤，伸眉

的喜得今朝吐气。挨肩叠背，老人家挤坏了腰脊厉

声呼；裸袖舒拳，小孩子踏伤了脚指号咷哭。任侠

豪人齐拍拿，小心怯汉独惊魂。”［2］

在县堂问讯世名之时，“看的人恐怕县官难为

王秀才，个个伸拳裸臂，候他处分。见说申详上

司，不拘禁他，方才散去。”［2］如此守护，与“谢

小娥为父夫复仇案”中一般。及至后文，诸生认捐

三十两，从厚治世名之丧，两学生员为文祭世名，

诸生读罢祭文，放声大哭，山摇地动，听说的人都

流下眼泪。

综上，明代民间对复仇的态度可总结如下：老

百姓与复仇者有着强烈的观念认同，因而守护、敬

佩、仰慕复仇者，对复仇者的复仇行为往往表现出

深深地理解与支持。

（三）明代官方与民间对血亲复仇态度之趋

近及原因

明代官方对复仇的态度总体来说虽然禁止复

仇，但在复仇行为的处罚上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显宽

容了许多，可以说，明代官方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与

鼓舞了复仇行为。将明代官方与民间对复仇的态度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明代官方与民间对复仇的态

度竟然趋于一致，均表现出了理解、肯定与支持的

态度。

之所以会出现官方与民间对复仇的态度趋于

一致的情况，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概括地说，

即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具体而言，首先是

明代等级划分的松动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格局

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经济

有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经济

萌芽出现且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从事工商业者愈

发增多，传统的等级划分如“士农工商”出现了

较大的松动，“工商”两者的地位较以往有了明

显的提高，统治者已不能像之前的朝代那样，实

实在在彻底地贯彻“重农抑商”原则。民间力量

逐渐强大了起来，因而统治者在处理复仇问题时，

比以往朝代更加注重从民间的角度思考问题，对

复仇的态度遂比以往的朝代更加宽容，其实等级

松动的结果就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格局发生了

变化，官方不再像之前的朝代那般高高在上，老

百姓亦不像之前那般卑微渺小，官方与民间相比

以往的朝代有了更多的来往，两者固有的矛盾冲

突隔阂等因而得以化解，二者的发展趋势前所未

有地由对立转变为了协调融合并进；其次，老百

姓权利意识的觉醒。“明律‘轻其所轻’，反映

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风俗民情的移化，传统伦理

道德的约束力有所松弛”［3］，明代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冲击着传统伦理道德，使传统伦理道德

［1］［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鲁晓菡编

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216页。

［2］同上注第433页。

［3］王立民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二版），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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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百姓心中的神圣地位动摇，老百姓自然就慢

慢地不再将传统伦理道德奉为圭臬。因而对于传

统的一些观念，诸如《周礼》中所体现的“亲

亲”“尊尊”原则有所批判和质疑，对“忠君”“事

君犹事父”“三纲五常”等观念亦有所淡化。如

明成化时九卿因为国家出现灾害与异变而向皇帝

陈言，其中一项就提及，当时“军民服色器用，

近多僭越”［1］；再如明代通俗文学的兴盛，出

现了一些很大胆的甚至冲击封建礼教的作品，像

许仲琳所著《封神传》，其中哪吒逼父、杨戬反

殷皆是传统礼教所不容之事，作者在小说中却言

之津津；再如本文所探析之著作“二拍”，其中

不乏有悖传统礼教精神的淫亵之作。可以这样说，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明代

老百姓权利意识的觉醒，老百姓不再一味遵从儒

家伦理，不再一味服从统治者。甚至于在明末，

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

他们以先秦时代传统的民本思想为基础，前所未

有地对延续千年的君主专制政治法律制度进行猛

烈抨击，提出了诸如“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天

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等激烈的具有强烈

批判性质的主张，在当时称得上惊世骇俗、振聋

发聩［2］。这与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生

与发展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明朝统治者正是意

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复仇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

度，以顺民心。

五、“二拍”冥灵复仇案件探析

“二拍”中的冥灵复仇案件共六个，几乎占

据“二拍”全部复仇案件的半壁江山。为什么比

例如此之高？实际上，这跟古人的善恶正义观与

因果报应观有关联，古人认为，在阳间无法实现

的正义，死后在阴间即可实现。古语也说：“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诸

多冤假错案的发生、现世正义无法实现根源在于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司法漏洞的广泛存在、官僚体

制的缺陷等因素，老百姓对这些无法改变、无能

为力，遂求助与寄希望于幽冥世界的力量。在这

六个案件中，一半都是因为自身在阳世被杀，转

而通过冥界力量进行的复仇，自身被杀，怨气最重，

即便成为冥界之鬼魂，亦要枕戈寝苫、磨刀霍霍，

竭力完成复仇，故而此类案件最多；除此之外还

有因男子负心自身被抛弃而亡的、因身死孩子被

妻子抛弃的、因自身被欺诈且在现世无法求取公

道的。

对冥灵复仇案件进行探析，需要对“冥界”

的发展进行溯源。冥界，全称是幽冥世界，它是

人们对现实世界于冥间的投射。因而研究幽冥世

界的发展时，颇可借鉴与参照现实世界的发展历

程。幽冥世界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无政府状态”“有

政府组织状态”两个时期。“有政府组织状态”

时期又可分为“本土政府组织状态”时期与佛教

传入中国后的“融合政府组织状态”时期。幽冥

世界“无政府状态”时期近似于现实世界的原始

社会时期，在该时期，冤魂复仇行为还相当素朴、

原始，停留在个人仇恨个人的复仇行为，没有人

许可、同意或支持他的复仇行为［3］。这一特点，

在墨子的鬼故事杜伯复仇案中可得到佐证：被周

宣王冤杀的杜伯，临死之际立下了要对宣王复仇

的毒誓，后来果然应验。这一时期的冥灵复仇行

为，虽然没有冥界的审判，没有谈及后世的因果

报应之说，但冥界审判之意已存，因果报应之观

念已在。从秦汉开始，中国本土幽冥世界的建构，

依循现世的官僚体制原则次第展开，幽冥世界开

始进入“本土政府组织状态”，相继出现了“地

下主”“主藏君”等冥界之主，及至后来，形成

了北方以“泰山府君”为幽冥教主的和西南以“酆

都大帝”为幽冥教主的两大幽冥世界体系。这是

地道的本土幽冥世界架构。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

入中国，此后，幽冥世界的素材更丰富，也更加

复杂，并且时代越晚越显得精致细腻。幽冥世界

的组织架构不断扩编，幽冥教主从单一的“阎罗

王”走向联合共治的“十王”，后来又形成了地

藏菩萨统御阎罗“十王”的庞大组织架构，“特

别是本土地狱又与印度地狱结合，形成后世所熟

知的‘十殿阎王’统辖十八地狱说。”［4］下文

［1］［明］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

版，第268页。

［2］马小红、姜晓敏：《中国法律思想史》（第三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页。

［3］参见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

制、社会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4］同上注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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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复仇案件探析

将通过分析“二拍”中的冥灵复仇案件，对冥间

审判进行探析。

（一）从“二拍”案件看冥间审判

在“二拍”冥灵复仇案件“牛马众生复仇案”“陈

祈复仇案”“杨化复仇案”中涉及到了许多冥界官

职，诸如“冕旒兖袍的王者”“判官”“城隍”“明

法人”“牛头夜叉”“鬼卒”“狱卒”“青衣人”“黄

衣人”等。下文将着重探析“王者”“判官”“城隍”

等审判官角色，并对其中出现的冥间审判工具“业

镜”进行探析。

1．冥间审判主：阎王与地藏

“陈祈复仇案”中，出现了“冕旒兖袍的王者”

这一角色，原文中写道：“只见旁边列着兵卫甚

多，也不知殿上坐的是甚么人，远望去是冕旒兖

袍的王者。判官走上去说了一回，殿上王者大怒，

叫取枷来，将毛烈枷了”［1］，王者与判官相较，

一个是“坐”，一个是“走上去说”，地位高下

不言自明，且“王者”“冕旒兖袍”，正是现世

中的唯我独尊之皇帝形象。那么，这里的“王者”，

是指“阎罗王”，还是后来取而代之的幽冥教主“地

藏菩萨”？

阎罗王，简称阎罗、阎王，“是幽冥世界的

审判主，诸鬼中的大王。”［2］他并非中国本土产

物，而是在汉魏六朝时期，随着佛教进入中国，

并且很快就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挑

战本土的冥界权威“泰山府君”“酆都大帝”，

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冥界之王。他代表不讲人情、

公正无私、永不妥协的酷吏形象，让人望而生畏、

不敢亲近。因而在现世人们看来，地狱是个充斥

着各种惨酷之刑、到处充满惊悚恐怖的幽暗世界，

是个到处弥漫着残酷与死亡气息、没有希望、没

有出路的场域。

地藏菩萨，俗称“地藏王”。大约在魏晋南

北朝时期，地藏信仰传入中国，但并没有得到广

泛的传播。“一直到玄奘翻译《大乘大集地藏十

轮经》及三阶教的大力宣扬，地藏菩萨才开始在

中国佛教信仰中有了一席之地。”［2］在唐朝前期，

地藏菩萨还只能称得上是一个普通的头陀沙门，

在一生中经历诸多苦行，只为达到自己救济众生

的理想。而在死后的世界里，其最多与阿弥陀佛

的净土结合，成为祈福与许愿的对象。唐代中叶

以后，地藏菩萨的信仰开始有了大的转变。他逐

渐以救赎者的姿态出现。因不忍见地狱之苦，便

到地狱中与阎罗王共同一处，别床而坐，试图凭

借自己的力量拯救所有地狱罪犯。最后地藏菩萨

以解救地狱众生之名，取阎罗王而代之，入主幽

冥世界，统御冥界十王，约在晚唐五代，成为新

一任幽冥教主。

“陈祈复仇案”中的“王者”应当指“十王”

之一，很可能就是阎罗王，而非“地藏王菩萨”。

“王者大怒”，“叫取枷来，将毛烈枷了”，从原

文中“王者”的这些粗暴言行可以得出该结论。阎

罗王代表着不讲人情的酷吏形象，地藏王菩萨对待

罪犯则无疑以慈悲为怀。他的鸿愿，“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是对此最好的佐证。

2．冥间审判官：判官与城隍

“牛马众生复仇案”“陈祈复仇案”中均出

现了“判官”。“牛马众生复仇案”中，屈突仲

任被两个青衣人套走。至阴间见到判官，却是仲

任之姑夫郓州司马张安，仲任忙向姑夫求情，张

判官遂与明法人商量对策，最后取仲任血与牛马

等众生吃，且告知仲任其罪孽深重，需刺血写一

切经，才能抵罪。“陈祈复仇案”中亦是由判官

先行审判，后将案件情况告知“王者”，最终由“王

者”裁决。

判官，应该是中国古代幽冥世界的组织架构

中让世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冥府最重要的幕僚。

在判官之中，名气最大、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

于《唐太宗入冥记》中给唐太宗添寿还阳的崔判官。

该故事在《西游记》中也出现，使得崔判官更加

广为人知。至宋朝，冥界判官已发展为宋、王、崔、

赵“四大判官”。判官的职掌，根据上述“二拍”

案件以及《唐太宗入冥记》等史料，显然是辅助

阎王断案，兼总理冥界杂务。陈登武在《从人间

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一书中说：

“‘判官’的角色，在地狱审判发展史上，非常重要，

特别是宋元之后，‘判官’更是冥判文学著作中

［1］［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鲁晓菡编

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页。

［2］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

会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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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要角。”［1］“二拍”冥灵复仇案件正是这

一论述的鲜明体现。

“杨化复仇案”中涉及“城隍”的部分很少，

“李知县斋戒了到城隍庙虔诚祈祷，务期报应，

以显灵佑”，此句之后，下文即是杨化魂附之事。

在全文看来，此部分虽只寥寥几行字，却颇有意

味，完全可以认为正是李知县的虔诚祈祷打动了

城隍，杨化遂得到城隍允许，有了这一魂附复仇

的机会。

城隍这一角色，在中国古代冥灵复仇案件中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他

是非常著名的阴间司法官，执掌审判世人善恶是

非［2］。众所周知，即便当今，各个地方也几乎都

有城隍庙的存在，城隍庙中即供奉着城隍。然而，

城隍并非一开始就是具有审判职能的阴间司法官。

最初的城隍大约只是与农田相关的沟渠之神，后来

可能随着农业的进步和聚落的拓展，城隍逐步转化

为村落保护神，成为日后信仰的原型［3］。目前学

界大致同意，约在唐朝，城隍入主冥司，成为阴间

的司法审判官。

3．冥间审判工具：业镜

“陈祈复仇案”中有这样一段对“业镜”的描

述：“……指着毛烈的心道：‘我阴间只凭这个，

要什么执照不执照！’毛烈道：‘小人其实不曾收

他的。’判官叫取业镜过来。旁边一个吏就拿着铜

盆大一面镜子来照着毛烈。毛烈、陈祈与高公三人

一齐看那镜子里面，只见里头照出陈祈交银，毛烈

接受，进去付与妻子张氏，张氏收藏，是那日光景

宛然见在。”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幽冥世

界的断案，已经摒弃了现世中断案依靠执照等证据

俗物的那一套，而是凭人的良心，凭借业镜来还原

案件的真相，从而进行断案。

“业镜”，它是一种彰显罪犯罪恶、使罪犯心

服的工具。“……罪人被判定罪后，经常会有所不

服，心有未甘，于是阎罗王就会以‘业镜’让他们

各自观看自己所造的罪业。”［4］后来，以镜子作

为彰显罪恶的工具，成为法文化中具有高度象征意

涵的一个器物。众所周知，在古代衙门中，往往悬

挂着“明镜高悬”的大匾，这与“业镜”思想的传

播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冥间审判反映出的法律观念

冥间审判反映出了“复仇公道观”“地狱惩罚

观念”“因果报应观念”等法律观念。

复仇公道观，是指复仇者可以依靠冥间审判达

到复仇目的、实现公道的观念。“二拍”中的冥灵

复仇案件体现出了这一观念，复仇者们或是受到残

忍对待（如牛马等众生），或是被男子负心抛弃（如

焦文姬），或是被欺诈（如陈祈）……他们在阳世

无法为自身讨得公道，遂向阴间求告，经过冥界的

准许或审判，最终得到了公正的结果。

地狱惩罚观念，即因人在阳世中有恶的行为而

在阴间地狱给予其惩罚的观念。“牛马众生复仇案”

中屈突仲任在阴间遭受“放血”的惩罚，小偿牛马

等众生些债；陈祈复仇案中，毛烈因罪恶较多，被

判“押入地狱受罪”［5］。

因果报应观念，即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这个观念在“二拍”每个

冥灵复仇案件中都有体现，是上述观念的核心，可

以说，“复仇公道观”“地狱惩罚观念”均根植于

“因果报应观念”。

（三）冥间审判观念发挥出的社会功能

冥间审判观念发挥出了“教化百姓，减少社

会犯罪；维持秩序，助益社会治安”的社会功能，

对于许多长久生活在乡村社会里的老百姓而言，

冥间审判、鬼神之说、因果报应观以及地狱惩罚

观念等等常常可以发挥比国家律法更大的吓阻效

果。如《太上感应篇》中所说：世道变化，人心

莫测，礼教劝化不了，刑罚亦无法禁止。只有“感

应”二字，可以令人有从善远恶的想法，老百姓

不畏惧王法，但没有不害怕鬼神的。这些观念的

［1］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

会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2］同上注第312页。

［3］参见郑土有、王贤淼：《中国城隍信仰》，上海

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28页。

［4］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

会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

［5］［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鲁晓菡编

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页。



69

“二拍”复仇案件探析

存在，等于是告诉现世中的老百姓，在阳世中

为善，那么在阴间亦将有善报，能进入“快乐之 

处”［1］；在阳世中为恶，那么在阴间亦将遭受恶报、

遭受仇人的复仇、遭受冥界的审判，将进入地狱

受到无尽刑罚。老百姓在心中有了这些观念之后，

在为恶之时心头自然有所顾忌，担心遭受仇人在

冥间的控告，担心冥间的审判与惩罚，担心因果

报应的发生，如此，社会犯罪现象必然有所收敛，

社会秩序与国家法秩序得以更加稳定，社会治安

状况得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说，“因果报应观念”

以及“复仇公道观”“地狱惩罚观念”常常可以

发挥“王法所不及”的社会功能。因此，封建统

治者常会利用冥间审判说以及因果报应观念来实

现对国家与社会的治理。

六、结语

通过以上对“二拍”复仇案件的分类、简介以

及对“二拍”一般复仇案件、血亲复仇案件、冥灵

复仇案件的探析，可以管窥明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

复仇现象。对“二拍”一般复仇案件的探析，本文

主要结合《大明律》中涉及杀伤、“犯奸”以及

“贼盗”等犯罪的有关法律规定，得出明代司法存

在漏洞、老百姓乃至官员私力复仇漠视司法、明代

严厉打击“强盗”犯罪等结论；“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明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使明

代社会转型，文化发生较大变迁。在社会转型与文

化变迁的背景下，明代等级划分松动，国家与社会

二元分立格局发生变化，老百姓权利意识逐渐觉醒，

甚至于明末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对延

续千年的君主专制政治法律制度进行猛烈抨击的启

蒙思想家，本文对“二拍”血亲复仇案件探析得出

的明代官方与民间对血亲复仇趋于一致的理解、肯

定与支持态度是上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冥间

审判角色包括冥间审判主与冥间审判官，冥间审判

主有阎王与地藏，冥间审判官有判官与城隍，冥间

审判主的地位高于冥间审判官。冥间审判工具是业

镜。冥间审判反映出了“复仇公道观”“地狱惩罚

观念”“因果报应观念”等法律观念。这些观念在

现世中发挥出了“教化百姓，减少社会犯罪；维持

秩序，助益社会治安”的社会功能。“二拍”复仇

案件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对民众有一定的教

化功能，在明代社会起到了惩恶扬善的积极社会 

效果。

［1］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